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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区域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健康、国土生态安全及全球气候变化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态服务价值的尺度效应及空间分异机制问题值得探讨。以大别山区为

研究对象，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等数据，应用空间统计、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1970-

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动态演变、尺度响应特征及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机制。结

果表明：① 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整体上升9.51亿元，但2010-2015年下降3.95

亿元，占总增加值的41.54%，下降热点区主要位于大别山边界处（湖北省境内）及核心区东北部

（安徽省境内）；② 4种类型9级幅度的尺度对比分析表明，乡镇单元尺度是大别山区生态服务

价值空间分异的特征尺度，其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差异信息量丰富；③ 地理探测机制表明，16个

影响因子中的生态用地占比、土地利用程度和人为影响综合指数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

解释力 q值近 40%，是导致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高程和坡度因子 q值近 30%，为次要影响因

素。交互探测q值达50%以上的交互组合主要有三大类30种，自然因子和人为干扰因子、景观

格局因子交互协同作用增强了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研究结果可为大别山区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精准、多元化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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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是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自然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1]，是可以通过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生命支持产品
和服务，以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2-3]。人类对环境的压力正在时空上
发生变化，这对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4]。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为发
展决策中纳入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提供了一种综合实践方法[5]。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为地
理学的核心命题—人地关系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践领域[6-7]，自生态系统服务的类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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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测算的原理及方法被Costanza等[8-9]提出并发展后，现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研究热点[10-13]。中国已经开展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研究对于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人类福祉提高具有重要意义[14-16]。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V）作为生态安全重要表征指标，科
学评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化描述，可为制定合理的生
态保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方法和尺度的选择是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关键，目前常用的
评估方法主要有价值量评估法、物质量评估法和能值评估法[2]，不同方法具有各自特点，
但相互之间的差异较大[17]。随着生态绿色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核心，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测算方法也在不断出现，如基于能值分析和融合货币量方法的非货币量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核算法等[18]。同时，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等问题仍有待解
决[19]。尺度对于认识生态系统的格局和过程非常重要，由于生态过程作用的复杂性，不
同尺度上生态系统格局和过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20]，生态系统可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
进行定义，因此对于其服务的评价尺度选择也多种多样[21]。在较大尺度上的生态服务价
值评估有时会受到单元内的主要土地生态系统要素的影响，从而忽略了不同生态子系统
之间的差异，但较小尺度上的评估结果又很难推广到大尺度上的生态调控应用，不同尺
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不同行政尺度上的利益群体具有不同的重要性[21]。因此选择合
适的评估尺度单元有利于揭示评价单元的生态系统功能状态，加强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中
的尺度特征研究，可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可信性和实用性，为生态系统功能调控和
生态安全建设的决策提供有效依据[22-23]。近年来，有关生态系统的尺度问题研究也在不断
加强[24-25]，但相关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大多以单一尺度、静态分析为主，系统性的探讨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适宜尺度及其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驱动机制等问题的研
究不足。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新型的空间统计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在疾病影响因素、地理
环境要素和贫困差异机制等研究中[26-29]。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异作用机制的地理
探测研究，将有助于针对性地开展区域生态规划及有效制定相关生态系统调控政策、措施。

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为中国典型的集山区、库区、革命老区、贫困区、水土
流失严重区于一体的特殊区域，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重要生态屏障[30]。2013年 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年）》，方案要求将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攻坚进行有机结合。
因此，在大别山区精准扶贫背景下，加强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对于优化生态结
构、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31]。目前，大别山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及驱动机制的研究缺乏。本文分析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时空变化趋势，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尺度响应特征，揭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
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大别山生态系统功能调控、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生态文明建设
等提供决策理论依据。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大别山区和六盘山区、秦巴山

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
—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罗霄山区等是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其中，大别山
区主要位于湖北、安徽、河南 3 省交界处。本研究区包括 35 个县（市、区） 654 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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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地跨黄冈市、六安市、安庆市和信阳市，总面积约 72200 km2。安徽岳西县、霍山
县、金寨县，河南商城县是大别山核心地区（图1）。大别山区北抵黄河，南临长江、淮
河，南北地理分界线横穿全境。作为中国第二大集中连片贫困区，该区域城镇化水平较
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2.2 数据来源及驱动力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大别山区土地利用数据和驱动因子指标数据。其中，土地利用数

据为1970年、1980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分类图，数据来源
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根据研究需要按照“中国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监测数据分类系统”对各年份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一级重分类，
得到农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6种土地利用类型。

驱动因子指标的选择是空间分异机制地理探测研究的关键，本文的因子指标选择主
要考虑到可能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经济等因素。具体结合研究
区实际，同时遵循数据可获取性原则，最终筛选出 3大类 16项指标：① 自然因子（高
程、坡度、降雨、≥ 10 ℃积温、土壤侵蚀、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和净初级生产力
NPP）；② 人文社会经济因子（人为影响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程度、道路密度、地均
GDP和人口密度）；③ 景观结构及格局指数因子（生态用地面积占比、斑块形状指数、景
观多样性和景观破碎度）。其中，高程、坡度利用DEM提取；土地利用程度[32]、人为影响
综合指数[33]指标结合实际参考相关文献计算；道路密度利用矢量道路网计算；生态用地
占比主要提取生态用地面积进行计算；景观格局指数利用 Patch Analyst 模块在 ArcGIS
10.2中进行计算；其余因子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
www.resdc.cn/）。各因子最终形成栅格数据，并按自然断点方式进行空间离散化形成类型
数据集。
2.3 研究方法
2.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及敏感性分析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and Use/Cover
Changes, LUCC）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复杂耦合作用的体现。
LUCC 导致的土地生态系统功能受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原因，
LUCC引起了人们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关注[34-35]。基于研究区土地利
用分类数据，采用谢高地等[11, 36]提出的当量因子法来测算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该方
法将生态服务价值分为4个一级类和9个二级服务类，每种服务类别赋予其当量因子（不
同生态服务价值当量按相对于来源耕地的食物产出的重要性对比进行赋值，其中假定耕

图1 大别山区范围及地理区位
Fig. 1 Scope and location of Dabie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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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食物生产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为1）。结合研究区实际，通过查阅《安徽
省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等资
料，测算大别山区 1970-2015 年的耕地平均粮食单产 （4006.51 kg/hm2） 及市场价格
（1.3663 元/kg），按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于平均粮食单产市场经济价值的
1/7计算[11]，最终确定大别山不同土地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表（表1）。

通过提取不同年份、不同尺度单元内的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结合表1分别计算出
评价单元的农田、林地、草地、水域及未利用地生态系统的可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量，
最终得到评价单元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公式[37]如下：

ESV =∑
i = 1

m∑
j

n

Sij × Pij （1）

式中：ESV为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元·a-1）；Sij表示第 i种土地类型第 j种生
态系统服务类型单位面积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元·hm-2· a-1）；Pij表示提取出
来的评价单元的第 i种土地类型的面积（hm2）；i为土地类型的数量；j为土地生态系统的
服务类型；m = 5，n = 9。

目前基于当量因子的生态服务价值计算法应用广泛，但其中价值系数的确定对ESV
计算的准确性较为关键。本文采用经济学中常用的敏感性指数（Coefficient of Sensitive,
CS）来验证价值系数对生态服务价值计算的影响，以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公式[38]如下：

CS =
|

|

|
|

|

|

|
|
( )ESVj -ESVi /ESVi

( )ejk - eik /eik

（2）

式中：CS为敏感性指数；ESV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e为ESV系数；i、j分别表示初始价
值系数和调整后的系数；k为土地利用类型。当 e变化1%时引起ESV的变化后，若CS >
1时，说明ESV对价值系数富有弹性；若CS < 1时，则缺乏弹性，CS比值越大，说明当
量系数的准确性对ESV的计算越关键。
2.3.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元尺度划分 基于ArcGIS 10.2网格化采样和幅度变换，共形

表1 大别山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元·hm-2·a-1)
Tab. 1 Factor table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per unit area in Dabie Mountain area

服务类型

一级类型

S1供给服务

S2调节服务

S3支持服务

S4文化服务

合计

二级类型

S11食物生产

S12原材料生产

小计

S21气体调节

S22气候调节

S23水文调节

S24废物处理

小计

S31保持土壤

S32维持生物多样

小计

S41美学景观

小计

土地类型

农田

782.01

304.98

1086.99

563.05

758.55

602.15

1086.99

3010.74

1149.55

797.65

1947.20

132.95

132.95

6177.88

林地

258.06

2330.39

2588.45

3378.28

3182.78

3198.42

1345.06

11104.54

3143.68

3526.87

6670.55

1626.58

1626.58

21990.12

草地

336.26

281.53

617.79

1173.02

1219.94

1188.65

1032.25

4613.86

1751.70

1462.36

3214.06

680.35

680.35

9126.06

水域

414.47

273.70

688.17

398.83

1610.94

14678.32

11612.85

28300.94

320.63

2682.29

3002.92

3472.12

3472.12

35464.15

未利用地

15.64

31.28

46.92

46.92

101.66

54.74

203.32

406.64

132.94

312.80

445.74

187.68

187.68

10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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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4种类型9级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单元尺度，即样方尺度（1.5 km×1.5 km、3 km×3 km、
4.5 km×4.5 km、6 km×6 km、7.5 km×7.5 km和9 km×9 km）、乡镇行政单元尺度、子流
域单元尺度、县域行政单元尺度（图2）。其中样方单元的幅度范围为1.5~9 km，主要基
于数据分辨率和大别山区乡镇行政单元平均面积而设定。利用以上4类共9级幅度的评价
单元分别计算生态服务价值，对比分析研究区不同尺度下的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及其
异质性，揭示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对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

2.3.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数据探索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方法探讨ESV分布特征及空间异质性。ESV空间异质性通过全局
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指数来反映。当Moran's I > 0时，值越大表明其空间正相关
性越强，Z-Score > 1.96时，值越大表明其空间正相关则越显著；Moran's I < 0时，值越
小，空间负相关性越强，空间差异性越大；Moran's I = 0时，表明空间上呈随机性。另
外，利用ArcGIS 10.2选择Point Density工具和Hot Spot Analysis的Getis-Ord Gi

*指数进行
ESV地均变化率和变化冷、热点的局域关联性分析。Global Moran's I指数[39]公式为：

I = n

∑
i = 1

n ∑
j = 1

n

Wij

×
∑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a ( )xj - xa

∑
i = 1

n

( )xi - xa

2
（3）

式中：I是Global Moran's I指数；xi和 xj分别是第 i个ESV评价单元和第 j个ESV评价单元
的观测值；Wij为单元 i和单元 j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xa为观测值的平均值；n为样本量，

图2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的4种尺度类型
Fig. 2 Four scale types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in Dabie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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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研究区某一尺度上的ESV评价单元的总个数。
Getis-Ord Gi

*指数[40]公式为：

G*
i =
∑

j

n

Wij( )d xi

∑
j

n

xj

（4）

Z ( )G*
i =

G*
i -E( )G*

i

Var( )G*
i

（5）

式中：E（Gi
*）和Var（Gi

*）分别为Gi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Wij为空间权重。当 Z（Gi

*）> 1.96
时，表示为ESV变化的热点区，当Z（Gi

*）介于 1.65~1.96时，为ESV次热点区；当Z（Gi
*）

介于-1.65~1.65时，为ESV不显著变化区；当Z（Gi
*）介于-1.96~1.65时，为ESV次冷点

区；当Z（Gi
*）< -1.96时，为ESV冷点区。

2.3.4 地理探测器工具及基本原理 地理探测器原理主要是分析各因子层内方差（within
strata variance）和总方差（total variance）的关系，通过空间分层异质性来探测各要素对
因变量的驱动力[26-27]。空间分异性利用因子探测器中q统计量值来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空
间分异的解释力（Power of Determinant, PD），q值表示自变量X解释了100×q%的因变量
Y，值域为[0, 1]。当q为0时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Y无关，q为1时表示自变量X完全控制
了因变量Y的空间分布[28]。公式为：

q = 1 - 1
Nσ2∑

n = 1

L

Nhσ
2
h （6）

式中：h=1, 2, …, L为变量Y或因子X的分层（分类或分区）；N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单
元数；σh

2和σ2分别是层h和全区Y值的方差。
交互作用探测器通过比较单一因子的q值和双因子交互的q值来判断双变量间交互作

用特点。该方法对于相互作用的假设不仅限于传统统计学方法，因此具有一定的优势。
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通过探测结果的q（xi∩xj）值来识别驱动因子之间的共同作用是否增加
或减弱对分析变量的解释力[28]。当两因子交互探测结果的q（xi∩xj）< min（q（xi）, q（xj））时，
则xi和xj为非线性减弱交互类型；当min（q（xi）, q（xj））< q（xi∩xj）< max（q（xi）, q（xj））时，则
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交互类型；当q（xi∩xj）> max（q（xi）, q（xj））时，则为双因子交互增强
类型；当q（xi∩xj）> q（xi）+q（xj）时，则为非线性增强；当q（xi∩xj）= q（xi）+q（xj）时，表明二
者之间相互独立。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3.1.1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演变趋势 参照表 1，根据式（1）计算得到大别山区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后，通过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ESV系数调整5%后，利用式（2）进行
敏感性指数计算，结果显示，各地类的CS值均小于1，表明生态服务价值量对各地类的
ESV系数不敏感。在此基础上分析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总量的时空演化特
征，结果表明，1970-2015年来，大别山区ESV呈波动式变化趋势，总体呈现“上升—下
降—上升—下降”变化趋势，阶段性特点明显（图3）。拐点分别出现在1980年、2000年
和 2010年。先由 1970年的 930.22亿元上升为 1980年 937.06亿元，2000年下降为 931.12
亿元，2010年又上升至 943.68亿元，最后 2015年下降为 939.73亿元。1970-2015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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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山生态服务价值总体上升 9.51 亿
元，增幅约1.02%，其主要贡献来源于
林地和水域所提供的ESV上升。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大别山区
生态服务价值下降明显，2010-2015年
间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降幅达 3.95 亿
元，为1970-2015年生态服务价值总增
加量的 41.54%。因此，近年来随着大
别山区社会经济水平提升及城镇化的
发展，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生态
屏障，大别山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下降
应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警惕与重
视，同时进一步加强大别山区生态资源保护、生态脆弱区的水土流失治理、生态系统功
能优化，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3.1.2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热点分析 按各省区域对大别山区ESV总量结构进行统
计，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和湖北省区域是大别山区ESV总量的主要组成部分。1970-
2015 年，安徽省区域、湖北省区域和河南省区域内的 ESV 总量增长率分别为 0.57%、
0.54%和2.77%，其中河南省区域内ESV上升趋势明显，是大别山区ESV增长的主要贡献
力。从下降趋势看，2010-2015年间的三省区域内ESV下降率最高为湖北省，达 0.68%，
分别是安徽省区域和河南省区域内ESV下降率的2.96倍和1.45倍，是近年来大别山区生
态服务价值量下降的主要区域。另外，1970-2015年间，大别山生态功能核心区（岳西
县、霍山县、金寨县和商城县）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呈下降趋势，下降率为 0.30%。其
中，2010-2015年间ESV总值下降0.24%，占总下降量的80%（表2）。因此，在大别山区
ESV整体上升的趋势下，核心功能区的ESV总量却呈下降趋势的状况应引起重视。

为更好地揭示近年来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量在空间上的局部表现，应用点密
度和热点分析法进行空间探索。具体将乡镇单元 2010-2015年间ESV变化量作为分析变
量，按单元提取点要素在ArcGIS 10.2中进行点密度（Point Density）分析，探讨单位面
积变化量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另外，对ESV变化量进行热点分析（Hot Analysis），揭
示变化量的热点区和冷点区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于湖北省区域
内的大别山边界处（麻城市、红安县和黄冈市区）和安徽省区域内的大别山核心区的东北
部（六安市区、霍山县、金寨县），而低密度区域主要位于大别山区的核心区内（图4a），
因此，核心区的ESV总量下降主要是发生在局部区域，有必要加强核心区局部的生态功
能优化调控；热点分析表明，ESV变化的热点区主要位于湖北省和安徽省区域内，冷点
区位于河南省区域内（图 4b）。分析结果可为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精准调控提供理
论依据。
3.2 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尺度响应特征
3.2.1 基于不同尺度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结果的变化特征 为了探讨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
值对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在4种类型共9级尺度水平上，分别计算不同评价单元内的生
态服务价值量，分析不同尺度水平下的ESV计算结果的变化趋势。在网格样方单元水平
上，随着评价单元尺度变小（9 km至1.5 km），ESV的空间分布结果表现越精细；当评价
单元尺度从9 km增大至行政单元水平时，ESV评价结果的空间相关性越来越弱。在子流

图3 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变化趋势
Fig. 3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tal ESV in Dabie

Mountain area from 197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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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单元水平时，ESV的空间分布结果表现出与之前尺度较大的差异，而在县域行政单元
尺度水平上，差异进一步扩大（图5）。因此，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差异对评价单元尺度的
变化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单元尺度较大时，ESV评价结果会受评价单元内的局部景观组
成或某类土地生态子系统所控制。另外，ESV评价结果也会随着评价单元的幅度变大而
过滤掉单元内部景观组分、结构的差异。
3.2.2 生态服务价值对尺度变化响应的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尺度变化对ESV空间分布
影响，利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法对不同尺度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参数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ESV 在 9 级幅度水平上的 Moran's I 值分别为 0.7279、 0.7038、 0.6812、 0.6626、
0.6386、0.6492、0.4232、0.0426和 0.2965。当Moran's I > 0时，数值越大表明其空间正
相关性越强，随着尺度从1.5 km变化至9 km，Moran's I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整体

表2 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
Tab. 2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ESV in Dabie Mountain area from 1970 to 2015

大别山区ESV总量变化特征(亿元)

1970年

1980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拐点期间变化率

(%)

1970-1980年

198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15年

1970-2015年

大别山区整体

930.22

937.06

931.12

933.87

943.68

939.73

0.73

-0.63

1.35

-0.42

1.02

安徽省区域

447.18

452.30

452.07

451.37

450.74

449.73

1.15

-0.05

-0.29

-0.23

0.57

湖北省区域

287.87

290.08

287.65

288.79

291.41

289.42

0.77

-0.84

1.31

-0.68

0.54

河南省区域

195.17

194.67

191.39

193.70

201.53

200.58

-0.26

-1.68

5.30

-0.47

2.77

核心区域

169.03

169.68

168.57

169.03

168.94

168.53

0.38

-0.65

0.22

-0.24

-0.30

注：大别山安徽区域包括：六安市的寿县、霍邱县、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和六安市区，安庆市的岳西县、潜山县、桐城

市、太湖县、怀宁县、枞阳县、宿松县、望江县和安庆市区共15县（市、区）；湖北省区域包括：大悟县、红安县、罗田县、英

山县、团风县、浠水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麻城市和黄冈市区等11县（市、区）；河南省区域包括：罗山县、息县、淮

滨县、光山县、潢川县、新县、商城县、固始县和信阳市区共9个县（市、区）。核心区域主要为安徽的岳西县、霍山县及金

寨县和河南省的商城县。

图4 201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量的密度(a)及热点(b)分析
Fig. 4 Density (a) and hotspot (b) analysis of the ESV changes in Dabie Mountain area from 201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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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平缓，而在子流域和行政单元尺度水平上降速较为明显，但各尺度的Z-Score都大于
1.96，表明ESV空间分布的自相关性Z检验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P < 0.05），均具有空间
集聚性。4种尺度类型共9级尺度水平下的生态服务价值尺度响应特征分析表明，随着空
间幅度的变化，生态服务价值在空间上的变异系数变化较为明显，9级尺度下的ESV变异
系 数 分 别 为 0.5592、 0.5269、 0.5194、 0.5167、 0.5232、 0.5266、 0.8487、 0.7391 和
0.4849，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最大值位于乡镇行政单元尺度上（图 6）。
各尺度水平下的ESV空间数据探索分析显示，乡镇单元尺度的ESV空间表现与网格样方
单元尺度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且空间自相关性Moran's I值为0.4232，较子流域单元尺
度水平上的 0.0426 和县域行政单元尺度水平的 0.2965 更为显著，其变异系数为最大值
0.8487。因此，乡镇单元尺度上的ESV空间差异的信息量丰富，是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
值空间分异的特征尺度。由于不同的生态服务功能无法通过单一尺度下的评估能达到，
没有一个单一的理想尺度适合所有的综合评估，因此对尺度的选择要依靠分析的目的、
可获得资料的实际情况及要符合人类决策需要[21]。

对比分析，以行政边界为尺度单元进行生态功能管控较跨行政单元的流域尺度更易
在实践中操作，如有关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收集、生态管控模式建立等，要比跨行政区
域的流域尺度单元上更易实现；其次，相对更大尺度上的县域行政单元，较小尺度上的

图5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布对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
Fig. 5 Respons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 ESV to the change of scale in Dabie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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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行政单元评价数据可以为上一级行政单元提供更精确的数据支持。因此，作为三省
行政单元交叉地带的大别山区，乡镇行政单元尺度可作为该区域生态服务价值较为合适
的评价尺度。
3.3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地理探测机理及优化调控
3.3.1 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驱动力地理探测 基于乡镇行政单元研究尺度，以生态服
务价值量为地理探测因变量，以16个自然、人文社会经济、景观结构和格局指数作为自
变量，应用GeoDetector工具进行因子贡献率及因子交互作用的定量分析，探讨大别山区
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以及各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

（1）借助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模块得到大别山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各驱动
因子的贡献率，对比16个指标因子对大别山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显示，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受到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共同
作用，各因子按照q统计量的大小排序为：生态用地面积占比（0.3953）>土地利用程度
（0.3909） >人为影响综合指数 （0.3895） >高程 （0.2965） >坡度 （0.2490） >土壤侵蚀
（0.1844） >景观破碎度（0.1807） >人口密度（0.1794） >地均GDP （0.1672） >平均斑块
形状指数（0.1665）>降雨（0.1512）>积温（0.1465）>景观多样性（0.0701）>道路密度
（0.0654） >NDVI （0.0615） >NPP （0.0482）。研究显示，生态用地结构对生态服务价值
的空间分异贡献率最大，因子探测 q统计量为 0.3953。同时，人类干扰指标，包括土地
利用程度和人为影响综合指数的q值也接近40%，因此，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和人为影响
因子是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最主要原因。其次，自然因子中的高程、坡度因子的 q
值接近 30%，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次要原因；因子探测结果 q值接近 20%的有土
壤侵蚀、社会经济因子（人口密度、地均 GDP）、气象因子（降雨、积温）和景观指
数，表明其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NDVI、NPP、道路密度等
驱动因子作用力q值在10%以下，但对ESV的空间分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表3）。

（2）“交互探测器”主要用来分析驱动因子对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是否具有交互
作用，可以识别不同驱动因子之间共同作用是否增加或减弱对分析变量的解释力[28]。大
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驱动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在所选因子中任意两个因
子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因子的影响，两两交互的类型多数属于双因子增强型（表 4），
说明导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结果的不是由单一影响因子造成的，而是由不
同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6 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在不同尺度下的描述性统计参数
Fig. 6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parameters of the scale effects for ESV at different scales in Dabie Mountain are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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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土地利用程度与景观指数（平均斑块形状指数，MSI）及自然因子（高程、
坡度）交互作用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最强，q值均达到 0.6以上，解释力高达 60%以
上，土地利用程度∩平均斑块形状指数（MSI）的q值最高为0.6212，对生态服务价值空
间分异的影响最强；其次为高程∩土地利用程度（q值0.6133）、土地利用程度∩坡度（q
值0.6005）；交互探测因子q值达到0.5以上的交互组合主要有3大类30种，第1类是：人
为干扰因子与自然地理、景观格局因子等交互类型；第2类为生态用地面积占比因子与
自然因子等交互作用类型；第 3 类为高程因子与人为干扰、景观因子等交互作用类型
（表4）。其余因子交互类型的q值虽然均在50%以下，但也显示了双因子较单一因子对生
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影响程度更高的效果。
3.3.2 地理探测发生机理及大别山区生态系统功能调控启示 多尺度ESV分析表明，大别
山区ESV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多因子协同作用程度决定了ESV空间差异的显著性。
以下基于生态学过程来阐述ESV空间分异的地理探测发生机理，以及基于研究结果的启
示提出大别山区生态系统调控思路。

（1） ESV空间分异的地理探测结果较好的体现了不同因子对ESV空间分布的影响程
度，以及多因子交互作用的效果。从人地关系和景观生态学视角，各主要驱动因子的生
态过程对大别山区ESV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起着关键性作用。如表达结构、格局的生态
用地占比、景观格局指数因子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较为显著[41-42]，首先从生态系统结构
变化上，生态用地作为生态服务价值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ESV评价单元内的结构和
组成决定了生态服务价值量测算的结果。从生态学过程来看，林地为主的生态用地作为
生态系统的重要生命支持系统，在维持生态平稳、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促进生
态系统恢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态系统受损的各种变化都始于结构的变化，关键组
分和过程的状态决定着生态系统的恢复进程，生态系统的结构损伤是导致生态功能衰退
的基本原因。另外，生态系统的景观格局变化同样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如景观斑块的破
碎化和分离化，会影响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以及生态景观的连通性，进而导致生态系统气
候和气体调节能力、养分保持能力及生态系统孕育能力下降。因此，区域生态系统的结
构组成与格局分布对于生态系统功能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大
别山区生态用地结构对于ESV的空间分异作用要大于景观格局的影响。

人类干扰指标中土地利用程度和人为影响指数也是ESV的重要影响因素[33, 43]。生态系
统服务与土地利用的方式、程度关系密切[44]。直观上，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对土地利用
覆被结构产生影响，而不同的覆被类型生态服务价值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模式的改
变，整体上影响区域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其次，土地利用方式会改变生物生境和资源的

表3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 3 The result of factor detector for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SV in Dabie Mountain area

因子指标

q统计量

P值

因子指标

q统计量

P值

X1

0.2965

0.0000

X9

0.3909

0.0000

X2

0.2490

0.0000

X10

0.0654

0.0000

X3

0.1512

0.0000

X11

0.1672

0.0000

X4

0.1465

0.0000

X12

0.1794

0.0000

X5

0.1844

0.0000

X13

0.1665

0.0000

X6

0.0615

0.0000

X14

0.0701

0.0000

X7

0.0482

0.0045

X15

0.1807

0.0000

X8

0.3895

0.0000

X16

0.3953

0.0000

注：表中地理探测驱动因子X1~X16分别为自然、人文经济、景观指数等因子：自然因子中，X1为高程、X2为坡度、X3

为降雨、X4为积温、X5为土壤侵蚀、X6为NDVI、X7为NPP）；人文社会经济因子中，X8为人为影响综合指数、X9为土

地利用程度、X10为道路密度、X11为地均GDP、X12为人口密度；景观格局因子中，X13为平均斑块形状指数、X14为香

农多样性指数、X15为景观破碎度指数、X16为生态用地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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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布，对生态系统的过程和功能产生一定影响[37]。在生态过程机制上，生态过程变
化和系统恢复能力受到外部胁迫方式的影响和外部干扰强度、频率的制约。因此，生态
系统功能损益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综合影响，中短期时间尺度上，人为干扰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更为明显。

自然因子中的高程、坡度等地形因子和气象因子对植物生态群落结构、分布、生长
和演替等具有重要影响。其中，高程差异影响植被分布、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坡度通
过形成局部地区异质环境而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气温、降雨等气象因子影响物种
空间格局和生态群落的生长发育，从而作用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45-47]。

综合来看，生态组分比例、景观格局、土地利用干扰、地形和气候变化等是生态系
统功能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地理探测结果也佐证了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相关研究的结论。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形成机制受到多因子的耦合
作用，定量化的地理探测结果较为理想。

（2）认识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为确立生态系统功能调控、因
地制宜地引导大别山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地理探测结果表明，人
为干扰因子和自然因子、景观格局指数的交互协同作用大大增强了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
分异影响的解释力。在生态服务功能管控实践中，应因地制宜采取综合措施，减少人为
干扰、优化区域景观结构和格局共同作用下的模式与策略。如在海拔较高的山地区，应
减少强烈的人类土地开发等社会经济活动，尽量发展生态经济，优化区域景观结构，提
高生态安全水平，降低高程因子与人为干扰双因子驱动作用下的生态系统功能弱化的风
险；而人类经济活动的热点区，应通过景观格局优化来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避免人
为干扰因子和景观格局指数因子交互作用下加剧区域生态系功能受损，导致生态服务价
值下降。

表4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驱动因子的交互探测结果
Tab. 4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detector for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SV in Dabie Mountain area

Xi∩Xj

X9∩X13

X9∩X2

X9∩X6

X9∩X5

X9∩X10

X9∩X4

X9∩X3

X9∩X15

X8∩X13

X8∩X2

X8∩X10

X8∩X3

X8∩X5

X8∩X6

X8∩X4

q(Xi)

0.3909

0.3909

0.3909

0.3909

0.3909

0.3909

0.3909

0.3909

0.3895

0.3895

0.3895

0.3895

0.3895

0.3895

0.3895

q(Xj)

0.1665

0.2490

0.0615

0.1844

0.0654

0.1465

0.1512

0.1807

0.1665

0.2490

0.0654

0.1512

0.1844

0.0615

0.1465

q(Xi∩Xj)

0.6212

0.6005

0.5946

0.5481

0.5460

0.5368

0.5194

0.5034

0.5905

0.5701

0.5538

0.5327

0.5330

0.5242

0.5168

交互类型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Xi∩Xj

X8∩X15

X8∩X7

X16∩X13

X16∩X10

X16∩X6

X16∩X4

X16∩X2

X16∩X5

X16∩X3

X16∩X11

X1∩X9

X1∩X11

X1∩X16

X1∩X8

X1∩X14

q(Xi)

0.3895

0.3895

0.3953

0.3953

0.3953

0.3953

0.3953

0.3953

0.3953

0.3953

0.2965

0.2965

0.2965

0.2965

0.2965

q(Xj)

0.1807

0.0482

0.1665

0.0654

0.0615

0.1465

0.2490

0.1844

0.1512

0.1672

0.3909

0.1672

0.3953

0.3895

0.0701

q(Xi∩Xj)

0.5157

0.5026

0.5976

0.5614

0.5417

0.5389

0.5372

0.5331

0.5088

0.5008

0.6133

0.5551

0.5514

0.5334

0.5012

交互类型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注：表中地理探测驱动因子X1~X16分别为自然、人文经济、景观指数等因子：自然因子中，X1为高程、X2为坡度、X3

为降雨、X4为积温、X5为土壤侵蚀、X6为NDVI、X7为NPP）；人文社会经济因子中，X8为人为影响综合指数、X9为土

地利用程度、X10为道路密度、X11为地均GDP、X12为人口密度；景观格局因子中，X13为平均斑块形状指数、X14为香

农多样性指数、X15为景观破碎度指数、X16为生态用地面积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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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是由资源、生态、经济和社会等环境要素组成的一种具有多稳态机
制、自适应非线性开放系统[7]。因此，土地生态系统功能优化调控应具有多维度。基于多
尺度的数据探索及多因子的地理探测结果，对于生态系统功能在空间上的精准调控实践
具有较好的指向性，可为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多元化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调控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基于研究结果，从人地关系理论和景观生态学视角提出大别山区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一个框架、两种途径和三类模式”的调控启示与思路。大别山区可
基于乡镇行政单元尺度，在“协同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精准扶贫攻坚”框架
下，通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生态景观资源配置”两种途径，采取“精准化、差异化和多元化”调控模式进行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优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大别山区1970-2015年来的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规律，在4种尺度

类型9级尺度水平上开展生态服务价值对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并基于地理探测器揭示
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机制，得到如下结论：

（1） 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整体呈波动式的增长，但近年来减少
3.95亿元，下降趋势较明显。大别山核心区域的生态服务价值在50年期间呈持续下降趋
势应引起关注。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下降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区的边界处（湖北
省境内）及核心区东北部（安徽省境内）。

（2）生态服务价值尺度响应特征分析表明，乡镇尺度类型是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
空间分布的变异特征尺度。作为多省行政单元交叉地带的大别山区，在实践中以行政单
元尺度上进行生态功能管控较流域尺度更易操作实现。另外，相对于县域单元，小尺度
上的乡镇单元ESV评估结果能为高一级行政单元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因此，乡镇行政
单元可作为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和生态系统功能优化较为合适的尺度水平。

（3）本文选择的 16个影响因子对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特征的解释力不
同。其中，生态用地占比和人为干扰因素是大别山区ESV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自然因
素是ESV空间分异的次要影响因素。因子交互探测表明，自然因子和人为干扰因子、景
观格局指数的协同交互作用叠加会大大增强对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研究结
果可为大别山区生态系统功能的精准化、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调控模式选择提供一定的
思路。
4.2 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生态系统功能的驱动机制认
识是生态服务价值理性管理、生态系统功能调节及优化正确决策的前提。本文采用当量
因子法进行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测算，而随着生态系统服务对于人类福祉影响研究的
日益加强，人类从过去对经济效益的强烈追求转变为实现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最
大化，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也应由静态货币化价值衡量向多目标综合评估方向发展[48]。其
次，生态服务价值具有多样性、时空不均衡性，不同尺度下的利益群体对同类服务具有
不同的选择结果，因此有必要加强时空尺度转变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机制研究[49-50]，
以及厘清各种服务功能产生的机理、建立完善的各类生态服务价值度量的分类体系[16, 18]。
另外，由于人与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而导致的价值泛化和转移的误差等问题，以

1916



9期 黄木易 等：1970-2015年大别山区生态服务价值尺度响应特征及地理探测机制

及基于经验关系的生态服务价值货币化测算中存在的可靠性、有效性和不确定性仍有待
解决[13, 34, 51]。

地理探测器应用于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探测的结果较好的展示了空间分异的主导
因子及因子交互特点，并揭示了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但自变量因子数据
的精度、离散化的标准等对因变量的影响需加强分析，以提高该方法应用的可靠性和准
确性。另外，本文中关于生态服务价值空间分异的人文因子，包括政策性因素等由于数
据获取和定量化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本研究中并未过多考虑，但在实际应用中，不
同区域经济调控、区划调整、生态补偿、监督考核等相关政策的差异及变迁对于土地生
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甚至是巨大的。尤其对于横跨鄂豫皖三省的大别山区，
如何整合省际政策差异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生态补偿、功能优化措施
等值得进一步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耦合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桥梁与纽带[52]，加强
大别山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可为区域生态系统优化和生态安全建设提供重要理论依
据，进一步探索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耦合互馈机制研究，是该区域生态保
护与居民福祉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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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 explor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in

Dabie Mountain area, central China from 1970 to 2015

HUANG Muyi1, YUE Wenze2, FANG Bin3, FENG Shaoru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ngineer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Ecosystem servi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ecological balance, ecosystem
health, land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are worth
discussing. Taking the Dabie Mountain area located in central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data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applied the methods of spatial statistics,
hot spot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to examine the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scale effect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f Dabie
Mountain area from 1970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 the 50 years, the overall value of
ecological services in the Dabie Mountain area increased by 951 million yuan, while in recent
years it decreased by 395 million yuan, accounting for 41.54% of the total value added. Scale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and process of eco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scal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can improve the objectivity,
cred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rough the scale of four types, which includes 9- level amplitu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it scale of township is the characteristic scale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in Dabie Mountain area,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in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at the township unit scale is rich, and the type of
township unit scale is a more appropriate research scale level in the study area. To strengthen
the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will be
helpful to carry out regional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ecosystem regulation.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n Dabie Mountain
area by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lanatory power q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land use proportion, land use degree and human influence composite index
among the 16 influenc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is nearly 40% ,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levation and
slope factor q value is nearly 30% , which is a secondary factor. There are mainly three
categories and 30 types of interaction combinations with an interactive detection q value of
more than 50%. The interaction and synergistic effects of natural factors, human disturbance
factors and landscape pattern factors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Our work may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cise and
diversified regulation of ecosystem functions in Dabie Mountain area.
Keywords: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scale respons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geographic
exploration mechanism; Dabie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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